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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經濟地理學”在哪里？
 
“我們想特別指出的是，像舊的貿易理論一樣，新經濟地理學一定程度上深受一種誘惑之害，即集中關注最容易建模的東西，而不是在實踐中可能是最有用的東西。很早以前馬歇爾（Marshall, 1890）就提出了產業本地化的三個主要因素，用現在的術語來講就是前向和後向聯繫、對專門技能的大量需求、以及技術溢出；新經濟地理學實際上只考慮了這些因素中的一個，而且是實踐中相對不重要、但更容易規範化的那個。當然，雙區位或一維模型無法正確處理一個廣闊三維世界的地理” (引自本文倒數第二段) 。 
一個從火星或者從真實世界中來的人會驚異地發現經濟地理學和國際貿易理論竟然是截然不同的領域，很少有知識上的或學者個人之間的聯繫。為什麼把一瓶法國葡萄酒放到柏林的餐桌上的過程和把加州的葡萄酒放到紐約的餐桌上有著很大的不同？的確，法國工人很少到德國去找工作；而說法語的瑞士人也幾乎不願意移民到蘇黎世。貿易和地理的確應該是同種研究的兩個分支。
    但是，由於技術和歷史原因的共同作用，經濟地理學和國際貿易研究很早之前就分道揚鑣了。標準的國際貿易經濟理論完全根植于新古典主義傳統（即基於理性個人行為假設的均衡模型）之中。儘管這種傳統在原則上不必排除報酬遞增、不完全市場競爭以及歷史至關重要的作用的可能性，但在實踐中選擇數學上最省事的做法這種可以理解的趨勢，使貿易理論偏向靜態、完全競爭和不變報酬的研究。不幸的是，這些研究不能用來闡述經濟地理學中大多數有趣的問題。所以，國際貿易理論過去的做法是避開地理問題——大部分模型構建將世界想像為沒有運輸成本的世界，更不用說城市了——而地理學的傳統有時是基於被貿易理論家視為“半拉子”模型的，而且經常完全拋棄形式主義。
但是經濟學畢竟在發展。在1980年代，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一場平和的革命：所謂的“新貿易理論”把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和多重均衡穩固地帶入了主流。儘管新貿易理論家自己也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來把握這些可能性，但是大約在1990年左右事情已經很清楚，即貿易理論的革命也使得談論經濟地理學問題成為可能。結果就是有時被稱為“新經濟地理學”的東西。
我知道這個名稱會惹惱辛勤工作的傳統的經濟地理學家們；他們覺得，不但“新”地理學家所說的很多東西其實是老套的，而且新經濟地理學對其所研究的現實的忽略幾乎與舊貿易理論一樣多。關於這一新領域的局限我會留到本章的末尾處討論；我主要的目的是解釋這種新地理學是什麼，在經濟分析的世界中它合適的位置在哪里。
 新經濟地理學的目標
毫無疑問，大家都非常瞭解紐約都市區的經濟情況。正如很多歷史學所做的解釋——例如阿爾比恩（Albion, 1939）——這個城市贏得首要地位的原因是：天然良港帶來的初始優勢、伊利運河帶來的與內陸之間早期的通達性、以及19世紀初商人們帶來的各種創新（如大西洋上定期的往來航行）。現在，它的重要性被某些產業集聚（主要是金融和通信）帶來的優勢繼續維繫著；而現在很難找到比胡佛（Hoover，1959）的理論更高明的、對這些優勢的作用機制的解釋。而且，人們根據阿郞索（Alonso, 1959）所奠定的土地利用模型來思考，就可以明白這個都市區內部結構的大部分。
但是在某些習慣於國際貿易理論晶體般清晰的感覺的人看來，這種層次的理解很難讓人滿意。你要把對城市經濟的討論融入國家或世界經濟的整體運作中——像一個經濟學家會說的，你需要一個一般均衡理論，在其中錢從哪里來和到哪兒去都是清清楚楚的。這個理論應該能同時解釋集聚和分散——為什麼那麼多人在曼哈頓工作，而又有那麼多人不在這裏。（自杜能（von Thunen，1826）以來的長期分析傳統很好地解釋了城市或中心商務區周邊地區的土地利用模式，但是這種解釋簡單地假定存在中心點。）這個理論應該盡可能地用基本動機來解釋集聚的力量——它不應該讓我們遭受挖苦，就象物理學家所說的“經濟學家相信公司因為聚集經濟而聚集在一起”。
因而，新經濟地理學的目標就是設計出一個模型構建方法（即一個描述事情的機器），它讓人們可以討論諸如整體經濟背景之中的紐約經濟之類的事情——也就是在一般均衡條件下。它應該能使我們同時討論使經濟活動集中的向心力和使它分散的離心力——事實上，它應該能使我們描述出一個經濟體的地理結構是如何被這些力量彼此的消長所塑造的。它還應該從更基本和微觀的決策方面解釋這些力量。
這聽起來似乎不難，但由於令人討厭的技術性原因它並不容易實現。這些可以用微觀決策來解釋集聚的說法，取決於在個體生產者層面上的報酬遞增，或者至少是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ies）。這接下來表明不能假定完全競爭；而不完全競爭又很難植入“一般均衡”理論。運輸費用顯然也是至關重要的；而如果你想對經濟有一個整體描述的話，這意味著運輸業所使用的資源和產生的收入應該納入其中。這些困難累加起來，則這個新方法就顯得太複雜而難以傳達任何觀點。
但是如果願意做出一些愚蠢但方便的假設（1980年代後半葉出現的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都使用了假設），事情就用不必如此之糟了。這其實就是新經濟地理學所採用的策略。
 模型製作者的遊戲
在我們的《空間經濟學》（1999）一書中，藤田（Fujita）、維納布林斯（Venables）和我提出了一個只有經濟學家才會喜歡的口號：“迪克西—斯蒂格裏茨（Dixit-Stiglitz）、冰山、演化和電腦”。然而這個口號抓住了一些學術技巧的本質，我們和其他新經濟地理學家使用了這些技巧，來對付處理這個主題中所出現的技術難題。每個人都認識到這些是策略性簡化，即簡單的學術技巧；但它們的確讓我們克服了技術難題而描述真實的經濟。
“迪克西—斯蒂格裏茨”（Dixit-Stiglitz）指的是20多年前迪克西和斯蒂格裏茨提出的一個具有獨創性的分析模型（Dixit and Stiglitz, 1977）。他們的做法是借用一個舊的思想、即“壟斷競爭”，並給了它一個清晰得多的表達。而壟斷競爭被描述為認識壟斷力量（以及產生這種力量的報酬遞增）存在的一種嘗試，其中盡可能少地犧牲完美的老式供求關係。這樣公司就有了市場力量並且使用它；但是它們被假定以一種純粹單方的形式行動，根本不會組成卡特爾、甚至不會私下共謀價格。每一個公司在自己獨特的產品上形成壟斷；但是別的公司可以引入這種產品的（不完全的）替代品，這種新公司的自由進入消除了任何的壟斷利潤。要想以這樣一種不複雜的方式做出解釋，必須在消費者行為和生產技術方面做出一些可笑的假設；但是它也有優點，即可以最終描繪出一幅既有報酬遞增、也有不完善市場的經濟圖景，而不必陷入現實的寡頭壟斷所引起的迷人但雜亂的問題之中。
“冰山”指的是一個精明的運輸模型，它是由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於1952年在一篇罕見的納入運輸成本的傳統貿易理論論文中提出的。薩繆爾森沒有去描述一個提供運輸服務的產業、使用著資本和勞動力將貨物從這兒運到那兒，而是提出假定貨物可以被自由地運輸——但所運送的貨物部分地“融化”在運輸之中。這似乎很愚蠢；不過它避開了把運輸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來分析，而且還簡化了對壟斷企業如何制定價格的描述（特別地，它消除了減低運輸成本的動力，賦予出口貨物比內銷價格低的離岸價格）。
“演化”指的是如何去思考經濟體怎樣在幾種（或多種）可能的地理結構中選擇其中之一。新經濟地理學模型確實有多重均衡。可以用實例說明之：如果在1860年是費城而不是紐約被建成金融中心，那種領導地位一定會像今天我們看到的一樣自我維繫下去。顯然，這意味著歷史決定著在多種可能的結構之中到底哪種會出現。但事實上並沒有那麼明顯：如果個體自己試圖預測未來並在此基礎上做出決定會怎樣？於是，個體要面對著自我實現預言的可能：如果大多數金融公司都相信大多數其他金融公司將會遷往費城，他們相信的事會成真——但是，相信其他公司都會遷往紐約、或者都去波士頓，結果也會一樣。新經濟地理學中“演化”的口號根本上指的是不讓基於假設的遊戲者們那麼“向前看”（假定選擇在哪兒的決策是基於當前情況的），以排除自我實現的預言。因而，一個經濟體的地理以一種反映歷史和偶然性的方式演化，而不是對未來的預期。
    最後，“電腦”指的是新地理理論家傾向于使用高科技數位樣本作為直覺靈感的源泉，即獲得包含在模型之中的可能性的感覺——這種事在前一代人是件大事，但是現在幾乎隨便在哪個臺式電腦上都可以實現。從紙和筆的分析中仍舊可能得到大量的東西，而且無論這種分析的結果、還是仿真的結果經常都能得到清晰、直覺的解釋；但是一般人通常最先通過使用電腦研究獲得這種分析和直覺。
關於這種有特點的方法如何運用的簡單例子可以在一些地方找到（不僅從Fujita等人那裏，還有Krugman, 1991, Puga and Venables, 1996等）。在這裏我不再復述這些例子。相反，讓我們直接進入到第一套結論：被歸結為“核心—邊緣模型”的有關集聚和分散的理論。
中心和邊緣
在經濟地理學中，人們提到的最簡單的例子涉及到兩地之間的生產分工或可移動資源的移動。當然，可以基於不同區位的內在差異來講述這些例子——而實際上，這用的是經典的比較優勢理論。但是，新經濟地理學會從這樣一個問題開始闡述，即報酬遞增和運費之間的相互作用如何會產生獨特的生產地理結構。當然，在現實世界裏肯定不只有兩個地點；但最簡單的情形往往帶著有趣的寓意。
這些例子中的第一個是一個舊的理論，即國際貿易中的“母市場效應”（Krugman, 1980）。假定兩地之間資源不可移動；其中一地比另一地有更大的市場規模；某些商品的生產服從於報酬遞增。報酬遞增使每一種商品的生產傾向于集中於一個區位；而由於運費的作用，假定其他條件相同，在市場規模大的區位生產並運往另一地使利潤更高。（但是這種集聚可能不徹底：如果大部分生產商位於市場規模大的地方，那麼在市場規模較小的地方的生產商可能會得到競爭減小的補償。）於是，由於報酬遞增，市場規模較大的地方傾向於出口產品。
現在假定某些資源（比如工人）是流動的。如果其中一個地方的市場規模較大，工人們會有移向該地的動力。但工人的移動本身會增加移入地的市場規模，而減小移出地的市場規模；因而。可以立即得到一種可能性，即不同區位間微小的不對稱（也許起源於一些偶然事件）會自我增強。（這個觀點當然並不新穎：核心—邊緣模型實際上給出了普賴德（Pred，1966）所描述的累計過程的更為精確的表達。）但是，如果並不是所有的資源都是可移動的，就會有反向動力來分散生產以適應不可移動資源的地理分佈。所以，即使新經濟地理學的最簡單情形（Krugman, 1991）也包含以下這個基本思想，即在促進集聚的向心力和促進擴散的離心力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
於是，這個最簡單的情形也隱含著一些細微之處，不仔細分析可能會忽視他們。首先，它展示了，驅動母市場效應的“後向聯繫”（即生產商聚集於市場規模較大之處的動力）必然得到“前向聯繫”的補充，後者促使工人靠近消費品生產者。一旦聚集發生，前向聯繫和後向聯繫都會驅動集聚的過程。
其次，集聚不一定發生。我們所研究的經濟體的變化取決於前向和後向聯繫是否強大到足以克服不可移動資源（如耕地）所產生的離心力。而一些基本因素（如運費、規模經濟、該經濟體的空間可移動資源的份額）的微小變化會使經濟發生傾斜，從一個區域間對稱和均等的經濟體變向微弱初始優勢不斷累積的經濟體，最終使一個區域成為工業化的核心中心而其他區域成為逆工業化的邊緣。（也就是說，這種模型經濟的機制在於“分叉點”，在這些點上它們的本質特徵發生了突變。）
    最後，它展示了一個微妙但重要的區別，即核心—邊緣地理結構能夠形成和必定形成的條件之間的區別。在某種條件下，已經建立起工業集聚的地區會自我維繫這種集聚，工業均勻分佈的地區也會保持穩定。某種程度上講，其中存在著一個技術問題——這意味著當經濟學家對模型作數學分析時，必須對“對稱破裂”和“可支撐性”的條件分別進行計算。它還表明現實世界地理結構可能的演化比一個人可能想到的會複雜得多。讓我們來看一下歐洲未來的金融地理。你可能會注意到美國有一個具有統治地位的金融中心，從而預測隨著一體化的進行和統一貨幣的使用，歐洲也會出現一個類似的中心。但是核心—邊緣理論告訴我們有時候多中心和單中心的地理都可以很穩定。這樣歐洲當然將維持現狀，紐約式金融資本已經建立，歐洲沒有必要從頭發展一套自己的體系。
    核心—邊緣模型讓我們基本上瞭解了新經濟地理學的框架結構——它展示了基本規則，定義了基本概念，幫助我們形成感性認識。它就像貿易理論教科書裏的“雙邊模型”（two-by-two model）。但是它僅僅是這一領域的開始。
 從集聚到集中
    核心—邊緣模型從更微觀的角度展示了向心趨勢是如何出現的，從根本上回應了“聚集是聚集經濟的結果”這個嘲笑。特別是，集聚產生於工廠層次上的報酬遞增、運輸費用、要素流動的相互作用。報酬遞增促使單個生產者集中他們的生產活動；運費因素使其願意佈局于較大市場周圍；要素移動意味著生產者遷往一地後會使相關的市場規模增大，從而使得該地更具吸引力。
    但是，就並非每個集聚都是每種產業裏重要的生產者而言，實際中生產的集中程度比資源的集中程度要大。城市很多，但是紐約只有一個——同樣也只有一個底特律和一個好萊塢。新經濟地理學的模型能闡述這種產業集中嗎？抑或必須訴求於基本方法之外的其他影響力？
    答案是：儘管像資訊的非正式擴散這種更分散的、難於模型化的力量在形成和維繫真實世界的產業集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通過對核心—邊緣方法的微小改動、使焦點從資源的集聚轉到特定產業的地理集中也是可能的。
    關鍵是在研究中考慮生產的垂直結構，即一個或多個上游部門為下游部門生產投入品，而且上下游的生產者都受報酬遞增和運費的影響。正如維納布林斯（Venables, 1996）提出的，這馬上意味著存在前向和後向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傾向於把上下游的生產者集中在一個區位。也就是說，中間產品的生產者願意設廠於能獲得最大市場的地方，而那正是下游工業的所在地；最終產品的生產者則願意位於他們的供應商所在地，而那是上游工業的所在地。
    你既可以進一步闡述也可以簡化這一基本思想。為了簡化它，你要做一個有點古怪的假定，即上下游產業真的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消費和使用相同的商品，作為生產其他商品的投入。正如克魯格曼和維納布林斯（Krugman and Venables, 1995）提出的，這產生了一個有關工業集聚的正規模型，該模型在代數上與核心—邊緣模型結構相同，只是對一些符號的意義稍做重新解釋。因而，這種簡化強調了如下兩個問題的原因的根本相似性，即為什麼人口會在特定的區位集中，為什麼工業“選擇”特定的人口集中地並集聚在其中。
    或者，你可以設想一個更真實的投入—產出結構，其中每個上游產業為幾個下游部門提供投入品，反之亦然。在此情況下，有可能討論投入—產出矩陣的何種特點可以導致產業群的形成，也可以討論隨著世界市場的擴展區域將工業化的一系列事件（Puga and Venables, 1996）。
    關注焦點從集聚轉移到產業集中會產生附帶效應，使得新經濟地理學對國際貿易理論的一個傳統問題產生了影響：外部經濟在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很久以前，格瑞厄姆（Graham, 1923）已經考慮了如下的可能性，即產業層次上的報酬遞增（與單個企業相對應）會使本來相似的國家專注於生產不同的產品，而且這一過程能夠按照一些國家的優勢進行，以犧牲其他國家為代價（例如，見Krugman, 1987）。很多觀察者注意到，這種理論的很多激發人興趣的例子（如義大利的瓷磚生產優勢或英國在金融服務上主導地位）不僅僅涉及國家的外部經濟，而且也涉及國家內部特殊的地方化——波特（Porter，1990）近期強調了這一點。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允許我們以新的眼光來重新審視這一思想，原因是外部經濟現在是被推導出來的、而不是被假設的，因而作為經濟變化更基本的參數，外部經濟可以被視為以一種可以預測的方式變化。
一個說說而已的例子是克魯格曼和維納布林斯1995年的論文（Krugman and Venables, 1995），兩位作者自己將其戲稱為“世界歷史——第一部分”。它展示了隨著運費降低世界貿易逐漸增長的過程，貿易的增長首先使世界自發地、也是人為地劃分為高工資、工業化的“北方”和低工資、初級生產的“南方”；然後在某個時期，以北方衰落為代價，南方再度崛起。這並非是強調，這是一個有關世界經濟真實歷史的非常好的理論；但是由於或多或少地沿著這些脈絡的理論在過去的幾十年種都獲得了相當的認可，所以這種研究方法揭示了它們如何能夠被直來直去的經濟模型（我們斗膽說，新古典模型）證明是正確的，而且也強調了這一理論可能沒有像有時所想像的那麼管用的原因。
演化為空間系統
    雙區位理論有助於建立直覺；但實證主義經濟地理學必須應付現實世界，其中的活動是在連續的空間上展開的。是否像很多傳統貿易理論一樣，新經濟地理學必須與“二元性”（two-ness）及其所隱含的諸多限制糾纏在一起呢？
    答案是沒有必要，儘管正規模擬的東西（甚至是用電腦仿真的）與人們在地圖上能看到的情況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
    儘管最不現實，但也許最吸引人的解釋空間結構演化的方法，是應用生物自組織過程的思想，該思想是圖靈（Turing）在1952年提出的。
	西部引进外资的困境与出路
——一个新经济地理学的解析 

王耀中/刘志忠 湖南大学经贸学院 


　　原载《经济评论》2004年第4期

　　一、引言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引进外资成为西部大开发中的热点问题。国内许多学者就此做了理论分析和对策研究，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文献，这些研究文献集中讨论了西部引进外资的差距、差距形成的原因、缩小差距的基础与对策。在现有西部引进外资差距的形成原因分析中，大部分成果起源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前一些学者的研究。李含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向东部倾斜的发展战略及相关优惠政策导致引进外资地区失衡的观点（注：李含琳：《论九十年代中国西部内陆沿边省区调整外资政策的大方略》，载《开发研究》，1995（2）。）。井百祥分析了观念落后、投资环境差等另外两个原因（注：井百祥：《从甘肃看西部利用外资问题》，载《开发研究》，1997（3）。）。沈道权认为原因还包括西部地理位置远离沿海口岸、海外华侨少、经济发展水平低（注：沈道权：《西部地区发展外资企业的思考》，载《青海民族研究》，1998（3）。）。许俐认为除此以外，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注：许俐：《关于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对策思考》，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3）。）。彭红斌进一步指出西部人口文化素质低、专业人才缺乏（注：彭红斌：《西部地区引进外资探析》，载《财金贸易》，2000（10）。）。曹均伟、化冰、陈宏民运用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深入分析了西部地区在要素禀赋、政府政策、投资环境等方面的劣势（注：曹均伟：《中西部开发与利用外资》，载《社会科学》，2000（7）。）（注：化冰、陈宏民：《西部吸引利用外资的战略选择》，载《软科学》，2001（4）。）。江小涓还分析了西部地区资源开采和重化学工业比重高、国有经济比重大等原因（注：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99～1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这些研究大多数从东道国的角度来考察了西部引进外资差距的原因，但忽视了对投资国厂商生产区位决定的研究，本文将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地理集中模型从投资国厂商角度对西部引进外资困境进行分析，并探索突破西部引进外资困境的出路。

　　二、西部引进外资的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改革开放、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逐渐增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外国资本更是大量涌入我国，但绝大多数外资流入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引进外资进展缓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这种局面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虽然近几年西部地区转变观念，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实施与东部地区相同的（有时甚至是更有吸引力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吸引外资（注：刘振英、鹿永建：《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不失时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载《人民日报》，2000-01-24.），但西部引进外资仍然陷入困境。

　　第一，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小，增长缓慢。1993年，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突破10亿美元后（注：文中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连续8年在10～15亿美元之间低位徘徊，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的2002年甚至低于10亿美元，为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参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到1995、1996、1998、1999、2002年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减少，这也使得1994-2002年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只有2.12％。而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从1993年的243.2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466.6亿美元，1994-2002年的年均增长率为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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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和分析了对当今经济学界和地理学界带来较大冲击的“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背景、研究视角和方法等问题。认为经济区位论、传统经济地理学、新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理论等的发展是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基础；收入递增带来的规模经济、运输费用、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路径依赖等相互作用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视角；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关系是研究空间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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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十年间，经济学界的许多知名学者都试图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如“新经济增长理论”、“新国际经济理论”等；同时，也有很多经济学者正立足于新的视角，把以空间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区位论等传统经济学科统一起来构建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或“地理经济（Geographical Economics）”。关于“区域”和“空间”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在经济学领域以空间为对象的研究学科主要有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应用经济学，但近年来，以克鲁格曼（Krugman,P.R.）为首的系列研究成果反映了在主流派经济学领域也开始积极地吸纳和接受空间的概念、研究思维和分析方法。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它与传统（或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相比较，最大的特点是吸收了经济区位论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它强调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带来的与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分散力）二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见表1）；在研究方法上它主要是依赖于7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产业组织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理论，特别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兹（Dixit and Stiglitz, 1977）的垄断竞争理论等[1]。新经济地理学主要是由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主流派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等倡导和推进，这一点既让地理学家感到欣慰，同时也让地理学家深受刺激[2]。近年来，由于克里格曼、富田（Fujita,M）等的声望和他们所取得的大量有别于传统经济地理学（相对“新经济地理学”暂且加上“传统”二字）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3]，吸引了许多经济学者和地理学者加入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行列，并且这一学派得到了经济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人预言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我国经济学界和地理学界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系统的介绍和研究还没有出现，因此，有必要对该学派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动态进行跟踪。 
1  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背景 
近年来，主流派的经济学者之所以对“空间”问题发生兴趣是因为很多人发现了传统经济学在分析现代经济问题时的局限性，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学与经济区位论在研究问题时的互补性和交叉性。如经济学理论一般都忽视现实的空间，认为生产要素不需要费用瞬间可以从一个活动空间转移到另一个活动空间，在研究国际贸易时不考虑“空间摩擦”对国家之间贸易实现的作用，也就是说不分析运费对国际贸易的影响[4]。另外，经济学为了追求分析的严密性，一般都采用数学抵抗性最小的简单方法来分析问题[5]，如许多经济理论建立的前提是假定完全竞争和收入不变。与此相反，经济区位论则认为生产要素可以自由移动，但需要运输费用；生产企业在空间上不断集聚可产生出规模效益，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发展与企业的高度集聚产生的规模效益有关（见表1）。不过，经济区位论和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特别是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偏离了主流经济学派，这些出色和独特的思想没有用严密的数学方式和经济学语言表达出来，因此，没能引起主流派的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正如富田对中心地理论评价的那样，尽管中心地理论论述了等级结构，但它没有说明这种等级结构怎样从个别主体行为中产生出来，这种等级结构为什么能够持续等问题（3）。另外，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区位论学者和传统的经济地理学者在研究产业区位问题时，大多忽视市场结构，特别市场结构的模型化问题。他认为，经济地理学者更多的是热衷于研究理想的市场圈的构成，以及在市场和资源给定的条件下各种设施的最佳配置等问题，在他看来这属于本末倒置[5]。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当然也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趋势有关。如一些跨国界的区域经济组织的出现，使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运用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其说服力显得苍白无力。像在欧洲统一体(EU)内部，资本和劳动者等能够自由移动的统一市场正在形成，作为整体的EU区域经济体系正在构建，过去传统的贸易格局也将必然消失。在这种形势下，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EU的经济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如伦敦、巴黎、罗马和法兰克福等城市的职能将如何变化？金融中心在哪些城市形成？作为EU整体的新产业中心将在哪里出现？其对边缘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又是如何？像诸如此类的问题按照经济地理学的思维和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远比以国界为前提的国际经济学更具有说服力[3]。
在近10年来，跨国企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强，以跨国企业为中心的跨国境的经济活动对各国贸易和产业结构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跨国企业在哪里生产？在哪里销售？另外从哪里获得原材料、零部件等问题不仅与投资区位候选地的劳动费用、技术水平等有关，也与距产品销售市场和零部件购买市场的距离和运输费用等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跨国企业的投资区位决策的因素不仅与生产费用有关，也与国际间的运输费用、以及由于产业集聚带来的生产效益提高的作用等因素有关，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如果忽视空间因素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无疑难以把握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机制[6]。
另外,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也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有关（见表1）。众所周知，传统均衡论的经济学一般假定随着企业生产量的增加，平均费用也在增加，并在所谓的收入增减原则基础上建立了许多经济学定理。但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一前提假设并不能完全成立，在现实世界中同时存在着大量收入递增的经济现象，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平均生产费用将会不断下降，这可以说是一个常识性知识。特别是在当今新经济潮流的作用下，由于知识信息具有可共享性、外溢性、扩散性，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领域边际收益递增取代边际收益递减成为新经济的特点。一些高科技产业在收入递增上与传统产业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高科技产业的收入递增不是依赖大型设备投入，而主要靠新技术开发获得垄断利润，另外，高科技产业的收入递增不仅存在于企业层次，同时也涉及到整个产业。当然收入递增也并非是无限制增长，而且在收入递增基础上建立的经济学所反映的最终状态趋于多样化，但未必是一个最佳的状态[7]。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与70年代出现的产业组织论在经济学成功地建立了不完全竞争模型有关，运用这些模型使得严密地、精致地研究在收入递增条件下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能。这一理论革命很快波及到了经济学的许多研究领域，在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首的新贸易理论学派就认为，国际间的贸易与其说是产生于资源和生产率的禀赋状态这一外在差异，还不如说是产生于收入递增（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专业化[6]。可以说，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克鲁格曼倡导的新贸易理论。另外，其他学科的发展，如复杂科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非线性动态理论对研究经济学的复杂系统起到了推动作用。总之，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突破性进展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保障。       
2  经济发展的空间分析
在一个由“核心”和“边缘”构成的经济地域结构中，按照一般的推断来看，由于边缘地区与经济发达的核心区相比较，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当其它条件假定不变时，企业在边缘地区投资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也许正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均衡论经济学派认为，市场机制是缩小地区差异的最佳方法。事实上，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当收入递增对制造业部门发挥作用时，生产区位一般具有在少数几个地区集中化的倾向。原因在于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零配件等的购入，以及企业生产的产品向市场销售都需要运输费用，如果相关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相互接近、集中生产，企业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集聚力可以促使企业在一个地区高度集中，换言之，正是由于企业不断追求空间的集聚效益，才促进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
集聚力虽说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但同时与空间距离有关的运输费用也会影响企业区位决策，进而作用于地区经济发展。譬如企业在“核心”投资，优点在于接近市场，但缺点是工资费用高，如果在“边缘”投资情况正好相反。在现实中，一个企业在任何区位都有投资的可能，当运费较低，企业有可能由“核心”向“边缘”转移，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可能。事实上，在运输费较低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两种区位选择可能，一是追求低下的生产费用在“边缘”生产，二是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集中在“核心”生产。后者的选择尽管生产费用较高，但具有接近市场的优势，集中生产同样可以获得利益（8）。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集聚力和分散力（见图1）。集聚力不仅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国家之间。如一个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占世界市场份额的比例相当大，由于规模经济带来的收入递增的作用，它将以低于其他国家的价格进行生产，这样制造业部门的产品需求会进一步扩大。在上述发展过程，工业化获得成功的国家，经济会不断发展，而工业化失败的国家将处于停滞状态，产生出类似因果累积的关系。
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形成和演变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来看，一定程度是取决于由促进企业集中化生产的集聚力，以及与运输相关促进企业分散化生产的分散力两者之间平衡关系。
经济发展与人口、技术、历史传统以及资源的相对集中有关。各种生产要素在某地区相对集中时，该地区有可能以较便宜的费用组织生产，它与其它地区相比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将会不断累积成为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源泉。换言之，在生产者大量集中的地区，需求比较大，很容易形成大的市场空间，同时也易于形成原材料和消费产品的供给地，一旦生产空间集聚的形态形成之后，将会有持续发展的趋势。初期各区位之间的规模经济差异可能很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同滚雪球一样，这种差异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最终导致区位之间的对称性自然消失。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经济发展依赖于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演化经纬，或者说依赖于初期的发展状态，即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在初期条件基础上，由开始的较小差异，沿着该路径发展将会带来巨大的差异。一个行业在某地区的集中具有历史原因和偶然性，某个企业家的成功，会导致其他人的效仿和发展，最终形成该行业的地区集聚，但这个集聚过程需要时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促使行业地区集聚因素主要是相关劳动者的集聚、专业化的中间产品的供给、以及技术的波及等。 
3  国际贸易的空间研究视角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跨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另外，由于企业不断追求规模经济，推动各国企业间的兼并和联合，使得行业内的垄断竞争也越演越烈。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比较优势贸易模式所重视的各个国家之间要素禀赋之差，以及关税、数额限制等政策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不断减弱，而两国间的距离和企业区位决策的因子（如规模经济、集聚利益），即所谓的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却逐渐提高。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区位论和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对分析和研究国际贸易成为可能。
地理因素对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广义的贸易壁垒，二是需求和生产结构的地域特性。广义的贸易壁垒包括两个国家之间的运费等空间距离壁垒，关税和数额限制等政策壁垒，以及文化、语言和习惯等社会壁垒。即使关税、数额限制等政策壁垒取消，但广义的贸易壁垒仍有一部分存在。需求和生产结构的地域特性主要是与“集聚”等有关的规模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企业区位和劳动者在区域间移动。
如图2所示，分析一个国家某产品是直接向国外输出还是在国外建立生产企业，主要原则是：当一个国家向其它国家输出产品所支付的运费和贸易费（由政策贸易壁垒和社会壁垒带来的费用）如果超出集中生产带来的成本节约，集中生产就变得不合算，这时企业的生产将会向国外扩散，通过建立国际生产网络组织来获得利润；相反，如果运费和贸易费用比较低，由集中生产获得的利益超过向其他国家输出的费用（运费和贸易费），那么在本国集中生产，然后输出产品比较合理。换言之，如果运费和贸易费用等太高，企业会在接近市场的区位进行直接生产；如果企业的规模经济作用很强，企业将在几个地方集中生产，然后向国外输出产品[9]。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如果从事制造业的劳动者可以自由移动，并且他们主要向高工资的地区移动，其结果是：当运费和其它贸易费用较低，制造业部门将在一个地区不断集中；当运费和其它贸易费用超出由于集中生产所带来的收入递增的效果，那么，集中的趋势将会减弱，可能会出现分散布局的趋势。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包括运费在内的贸易费用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利益两者间的关系是决定企业集聚和分散的主要动力机制。一个国家对某种产品的国内需求增大时，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式来分析，该产品的进口也将增大；但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如果该国的国内需求规模不断增大时，由于运输费用等贸易壁垒的存在，这个国家不是进口，而是在国内组织生产，并且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加，规模经济效益也将会不断发挥作用，促使这个国家该产品的竞争力也相应提高，进口相反会减少，而且有可能出口。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出现该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化生产。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某种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相对大时，很有可能成为该类产品的主要生产地和出口国。
新经济地理学也探讨了国际贸易自由化与一个国家产业空间变化的关系，他们认为，一个国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加速，就整体而言，将会出现企业空间的分散化，但在各个区位点随着生产专业化出现，会带来特定产业的集聚。比如墨西哥在80年代前期，主要采取的进口替代产业发展政策，在这期间，面向国内的经济基础得到了发展，产业高度集中在墨西哥城；进入80年代后期，随着墨西哥贸易自由化的加速，特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产业开始由墨西哥城向北部分散，在接近于美国的边界地区布局不断增多。促使产业分散化的动力是便于向美国市场出口，追求空间接近优势，即空间距离是决定因素；在边界区出现特定产业的集聚则是由于这些企业主要属于与美国大企业相关联的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群，在累积循环和“路径依赖”作用下所致[10]。 
4  城市研究的空间思维
    从第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近20年间，在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体系中最为显著的变化特征之一是经济活动向城市的集中。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70%，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也非常迅猛，城市作为国内经济系统和国际经济系统的基本单位已毫无疑问。
    城市是空间经济系统的主体，它对经济空间的组织化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新经济地理学对城市发展的分析和研究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有许多新的思维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城市内在的自我增殖优势，即规模经济的效果远远超过了外在的区位条件如资源、气候等条件的优势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二是自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出现以来，人们已不把各个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来看待，新经济地理学同样认为，了解各城市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的等级系统对研究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各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必须立足于等级系统这一广阔的视眼。三是运用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某一时点的城市空间结构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分析方法。城市的发展主要源于集聚效果即自我增殖的优势，其自身产生的区位空间“锁定（look in）效果”。锁定效果使个体不仅不能从内部分离出来，而且还会吸引新的主体加入。正如藤田所说的那样，在城市发展初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基石，即外部区位优势丧失之后，支撑城市繁荣的原因是“锁定效果”。四是城市系统结构是一个动态系统，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会逐渐发生变化，研究城市系统要立足一个复杂的动态理论和方法视角[3]。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集聚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是促使人口和产业在城市集中的主要因素。在一个非均衡地域中，与农村相比较城市拥有更多的劳动者和企业，这也就意味着城市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需求将不断刺激企业大量生产各种产品。另外，在城市中，不同企业生产和需求的产品类型的多样化，客观上进一步刺激了不同生产类型和相关企业在城市的集中。从销售环节来看，企业生产的产品也主要在城市内部销售，这就说城市不仅是生产的聚集地，也是各种产品的消费集中地。当投入不断增加，企业就可以生产更多便宜的产品，满足各种不同的消费者需求。大量的不同产品的生产可以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生产效用，同时由于相互竞争也促使企业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工资。这样，在城市大量不同的产品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同时工资也将相应地增加，城市在地域中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从而促使人口由边缘向城市迁移，这种趋势由于累积循环作用将会不断增强，最终会导致人口和企业在城市的高度集中，这就是集聚（向心）力来源的动力机制[3]。换言之，当一个城市对中间产品的多样性要求增强时，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将不断在该城市投资，中间产品类型增多也必然导致生产最终消费产品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从而会刺激生产最终消费产品的企业在该城市投资；当生产最终消费产品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时，势必为生产中间产品的产业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这样会有更多的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在城市布局。如图1所示，在前向和后向关联效果的作用下，最终形成一个累积循环过程，不断地刺激生产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企业在城市集聚。
相反，来自于农村和农业部门的需求是构成城市分散（或离心）力的主要因子。分散力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在进行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交易过程中所花费的运费而产生的。当工业企业在接近城市边缘的农场布局时，主要目的是降低运输费用，使产品能够更接近最终消费者和地方需求。当一个企业的市场空间主要集中在边缘农场时，或者说，边缘工业企业与农场的比例与核心区的工业企业与农场之比更低时，工厂的投资区位将向城市边缘移动。另外，人口和产业不断地向城市集中时，势必会引起城市土地价格的上涨，同时自然条件、噪音、交通拥挤和污染等外部不经济因子也将强烈地阻止潜在的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中，在这种离心力的作用下，人口和产业将会远离城市中心向郊区发展。但就一个企业而言，工厂区位选择在城市还是农村，最终的决定取决于集聚力（向心力）和分散力（离心力）哪方占有优势，或者说取决于工厂在两者能够获得的潜在收益的大小。
5 总结
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区位论和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相比其突破点在于引入了“收入递增”的概念，并将其用精致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更加赋予科学内涵；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它是建立在收入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运用70年代出现的产业组织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来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区域、城市发展、国际贸易的最基本的立足点，一是收入递增和运输费用作用下的产业前向关联效果和后向关联效果带来的集聚力；二是不可移动的生产要素带来的分散力，这一对相反作用力的相互关系是研究区域发展、城市体系和国际贸易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收入递增带来的规模经济、运输费用、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路径依赖等相互作用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视角。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具有以下独特的思维和方法，一是认为初期条件的状态对今后的发展路径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二是表示区域、城市和国际贸易发展和变化的运动方程式是非线性数学模式；三是认为看上去混乱的经济运动，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会表现出某种秩序，即认为经济空间变化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四是认为经济事物的运动规律在某时间会出现突变现象。
新经济地理学的问题主要表现以下两方面：一是集聚力和分散力是否是决定所有空间经济问题的关键值得商榷；二是目前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理论探讨层次，缺乏实际操作性和预测性。但是，该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非常值得地理学家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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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 background, the study angles and method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at has brought bigger effect on the fields of current economics and geography are studied and analyz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e following opinion is pointed out.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tion theory,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the non-linear dynamic theory are thought to be the base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Seco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scale economics, the transportation costs, the non-mobility of the key element of production, the historical contingency and the path dependence brought by the increasing income is the basic study angle when using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o study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development.  Thir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ipetal forces and the centrifugal forces is the internal motive mechanism for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ace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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